
力，但从长远看，这一改革是不可能回避的。在 2002 年的

改革进程中，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财政手段创新来化解这

一重大改革成本。

在前期“国企三年脱困”的过程中，化解银行不良资

产、剥离企业债务负担的“债转股”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截至目前为止，滞留在国有商业银行下属的四大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手中“债转股”形成的股权仍达1.4 万亿元，仍未

找到顺畅的产权流动通道。妨害这一改革发展的关键障碍在

于，在银行、阶段性持股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新的产权投

资主体之间缺少一个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从一段时间来的政

策研究思路看，通过一定方式，例如发生可转换债券等，由

财政承担起这个代价恐不可避免。

当前，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已经走到了

产权市场化的阶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最大挑战不

在于产品市场的竞争，而在于产权市场的竞争。资本市场上

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要解决国

有股全流通问题。党的“十五大”以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

展，国有资产能不能卖的认识已经趋于统一。人们基本共

识，国有产权的市场化流动是“抓大放小”和调整国有经济

战略布局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国有资

产的账面价格与市场价格无法衔接问题，即产权市场化过程

中的国有资产定价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国有资产转让价格

不能低于账面净资产的要求很难为市场所接受。应当明确的

一个认识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就国有资产的整体而言

的；在产权的市场交易过程中，单笔交易价格高于或低于净

资产都是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在这一改革进程

中，我们还需要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上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

当然，我国财政政策的战略职能并非仅仅体现在上述四

个方面。从广义上说，在调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财

政转移支付制度、在推进城市化与完成工业化补课任务中的

财政性基础设施投资、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石油战略储

备、为调整竞争秩序而采取的财政援助下的资本退出政策等

都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

（《中国经济信息》2002 年1 期）

中国的税制结构需要调整

仲 大 军

中国社会是一个从计划经济演变过来的社会。在向市场

经济过渡的时期，中国的税种只能是流转税，也就是在生产

流通过程中征税。所得税所占的比例极小。在这一历史时

期，中国企业特别是个人的财富还不是太多，因此，所得税

收不了多少。即使到了今天，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

额的 3% 左右，整个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大约只有 17 % 。

而西方国家的所得税比例一般占税收总额的 50% 左右。

由于我国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延续到今天，当

社会的财富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这一税制结构就对中

国的税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直接结果有二：一是企业普

遍感到税负沉重，二是社会上大量的个人所得收不上税来。

也就是说不该收的收上来了，该收的没收上来。这就导致中

国经济目前出现了这种现象：经营缺乏资金，企业缺少资

金，社会上却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我这里暂把这类资金

称为富人资金。这些资金一不投入实物生产，二不转化为企

业资本，所能做的就是围绕着股票市场大肆投机炒做，再就

是成为藏在家中或地下的死资本。改革 20 多年了。当中国

社会的群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贫富阶层也发生了这么大

的变化，贫富阶层已经如此分明的情况下，我国的税收结构

仍然一成不变，那就只能压得企业嗷嗷叫，受损害的只能是

生产和经营部门，得便宜的是那些来路不明的黑色资本。

谈到黑色资本，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通过随意从媒

体上看到的报道，就可以看出中国黑色资本的充裕。深圳市

原副市长王硕通过职权贪污受贿 150 万元，利用职权让其子

女收受好处费5 000多万元，全部加起来家族财富要有上亿

元。这些不法收入可能全都没有征收过所得税。由于中国的

黑色资本是统计系统之外的一个数字，所以这个数字到底有

多大，谁都难以估计清楚。原广西自治区的主席成克杰贪污

受贿4 000万元，原沈阳市长慕绥新贪污受贿1 500万元、副

市长马向东贪污2 000万元。难怪企业和农民“不堪重负”。

在如此旱涝不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怎么启动消费？譬如

说，深圳那位原副市长的家财如果以6 000万元来计算，那

就相当于1万个城市居民一年的收入或 3～4 万个农民的一

年收入。如果将这笔钱给那几万个工人农民去消费，中国岂

有“内需不足”之说！而放在那些贪污腐化分子手中，这些

钱不是在资本市场上投机，就是挥霍浪费或逃匿出国。目

前，中国居民收入已经明显地拉开了差距，穷人和富人泾渭

分明，但所得税的征收并没有跟上。如银行存款利息税，不

管钱多还是钱少，统统按20 % 征收，这对穷人是不公平的。

我的观点是，中国目前税收占 G D P 的比重的确不高，

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的确还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做很多事

情，如社会保障工作。但税收的渠道要加以调整，要加强中

国的税制改革步伐，尽快地从以流转税为主向流转税与所得

税并举转化，加大所得税的征收力度，让生产者减轻负担，

让黑色资本无处躲藏，让富人资本发挥作用。现在我国的主

体税是流转税，而西方发达国家是以所得税这种直接税为主

体。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也应由间接税向直接税倾斜。

（摘自《中国国情国力》2002 年第3期《如何看待

中国税收的高增长》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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